
 

 1 

江苏扬州双山汉墓墓主身份探讨 

余国江1 

（扬州城大遗址保护中心 江苏扬州 225008） 

【内容提要】：双山汉墓即甘泉一号墓、二号墓，是扬州地区发现的两座东汉时期高等级墓葬。关于其墓主身

份，学界有不同看法：一号墓墓主，或认为是广陵王刘荆家族中的某个成员，或认为是刘荆的王后；二号墓墓主，

或认为是刘荆，或认为是东汉晚期的某一代广陵王。通过对两墓形制、器物的比对，可以确认这是两座东汉早期广

陵王侯之墓；再结合文献记载和墓葬形制的细微区别来推测，一号墓、二号墓墓主分别应该是广陵侯刘元寿、广陵

王刘荆与王后。 

【关键词】：扬州 甘泉双山汉墓 广陵王 刘荆 刘元寿 

【中图分类号】：K871.41 【文献标识码】：A 

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甘泉山一带，分布着大量两汉时期的墓葬。其中，甘泉山之北不足一公里处，有东西相邻的土山，当地

人称双山，实际是两座汉墓的封土堆。1975 年和 1980 年，南京博物院先后发掘清理了西边和东边的墓葬，编号为甘泉一号墓、

二号墓
［1］
（图一）。一号墓被盗严重，出土了铜雁足灯等少量遗物；二号墓亦被盗，出土了虎纽玛瑙印、错银铜牛灯、鎏金博山

炉、金胜、漆九子奁、铜雁足灯、玉翁仲等，后又在堆放二号墓盗洞填土的土堆里发现了著名的“广陵王玺”金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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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扬州地区的高等级东汉墓，双山汉墓的墓主身份一直受到关注，相关探讨也有一些。甘泉一号墓墓主，发掘简报中推

测与东汉第一代广陵王刘荆有一定关系，应是刘荆家族中的某个成员；有学者进一步认为，一号墓是刘荆王后之墓，但未加以

论证
［2］

。二号墓墓主，发掘者根据铜灯铭文、金印等推定是广陵王刘荆；后有学者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，推测是东汉晚

期的某一代广陵王，“广陵王玺”金印为东汉晚期或使用至东汉晚期的可能性都存在
［3］
。 

笔者认为，对双山汉墓墓主的探讨，其实并不仅仅是单个墓葬的问题，更牵涉到对扬州地区其他东汉墓的时代以及“广陵

王玺”等重要文物内涵的认识。所以不揣浅陋，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拙见陈述如下，供大家参考。 

一、双山汉墓是两代广陵王侯之墓 

根据发掘简报可知，甘泉一号墓、二号墓形制极为相似：两墓均为砖室墓，由甬道、墓室、棺室组成；墓室平面为长方形；

券顶为重券，由前、中、后三个券顶构成，前、后券顶为南北向，中券为东西向。 

两墓虽然被盗严重，出土遗物不多，但残存器物所体现的器类仍大体相同，都有铜雁足灯、陶猪圈、陶屋、鎏金铜泡、铜

合页等物，铜器多鎏金。同类器物形制也较为类似，如陶盆，均为大口，口沿平折，浅腹，平底。尤其是两件铜雁足灯，更是

惊人地相似：灯盏为圆环形浅槽，灯架为一雁足，下以圆盘作灯托，盘口沿分别铸有篆书铭文“山阳邸铜雁足短镫建武廿八年

造比廿”“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”（图二），显然是同一批次的特制产品。 

 

两墓规模也相近：一号墓甬道长 2.5、宽 2.5、高 4.24 米，墓室长 13.1、宽 7.8～8.2 米；二号墓甬道长 2.6、宽 2、高 3.4

米，墓室长 9.6、宽 8.8 米。扬州地区发现的东汉大型砖室墓不多，甘泉山附近老虎墩东汉墓墓室前宽后窄，通长 14.04 米，最

宽处 8.65 米，实际面积小于双山汉墓，该墓据推测是东汉中期的某一代广陵侯或者重臣之墓
［4］
。由此可知，双山汉墓墓主是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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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王侯的可能性很大。 

再考虑到双山汉墓相距不远，均位于甘泉山之北，东西相对，又出土有“广陵王玺”金印等器物，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这两

座墓的时代十分相近，应是广陵王侯之墓。 

东汉时期的诸侯王、王后的合葬形式，既受到帝陵的影响，也融入了各地的丧葬传统，大致有三种情况：第一种，同穴合

葬，其中有的同穴同室，有的则同穴异室，棺室之间有间隔；第二种，同坟异穴合葬，两墓位于同一封土下；第三种，异坟异

穴合葬，各有独立的坟冢
［5］

。甘泉一号墓为单人葬，人骨架已朽，可见一些朽骨痕迹。二号墓有两个棺室，西侧棺室发现少许

头骨和肢骨的残片，应该是夫妻合葬墓。如果一号墓为广陵王后墓，二号墓为广陵王墓，那二号墓中另一棺室的存在就难以解

释了。而且，严格来说，一号墓墓室相较于二号墓要略大，王后墓大于广陵王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。所以，唯一合理的解释是，

甘泉二号墓是某代广陵王侯夫妻的同穴异室合葬墓，一号墓则是另一代广陵王侯之墓。 

二、双山汉墓的时代 

甘泉二号墓出土了“广陵王玺”金印，是确认墓主身份的关键遗物。据史籍所载，东汉一代封广陵王者，唯有刘荆：“荆，

上母弟也，性急刻，喜文法。初封山阳王。世祖崩，荆与东海王彊书，劝彊起兵，彊恐惧，封上其书。天子秘其事，徙荆为广

陵王。”
［6］

至广陵（今扬州）以后，刘荆仍祝诅天子，永平十年（67 年），“广陵王荆有罪，自杀，国除。”
［7］

四年后，永平十四年

（71 年），明帝“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，服王玺绶，食荆故国六县；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。……元寿卒，子商嗣。商卒，子条

嗣，传国于后。”
［8］

刘元寿只是广陵侯却能“服王玺绶”，主要是因为刘荆为明帝的同母胞弟，虽然有罪自杀，明帝却十分怜惜其

子。《东观汉记》记载：永平“十五年二月，东巡狩。……三月……幸东平王宫。上怜广陵侯兄弟，赐以服御之物，又以皇子舆

马，悉赋予之。”
［9］

这是明帝对刘元寿兄弟的特殊恩遇，故而史书中特别载明其事。当然，这种特殊情况绝不是皇帝对待广陵侯

的常制，两汉时身为侯而服王玺绶的，仅有广陵侯刘元寿一例。按照汉代制度，明帝和刘元寿去世以后，这种恩遇自然也就不

复存在。 

又据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记载，“棱字伯威，援之族孙也。……章和元年，迁广陵太守”
［10］

，即章帝章和元年（87 年）时，

广陵侯国已经废除，此后也没有复置之事。自永平十四年刘元寿封为广陵侯，至章和元年马棱为广陵太守，前后不过十余年，

而刘元寿、刘商、刘条前后三代继嗣，并传国于后，似乎有不合理处。一种可能是，自广陵侯刘元寿后，刘商、刘条等均为列

侯，已不得再“臣吏民”。也就是说，东汉一代能“服王玺绶”、使用“广陵王玺”金印的只有广陵王刘荆和广陵侯刘元寿，并

不存在“广陵王玺”金印一直延续使用到东汉晚期的可能。 

双山汉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也印证了这一点。先看墓葬形制。扬州地区西汉和新莽时期流行木椁墓，至东汉时期为

砖室墓所取代。东汉早期的砖室墓多为单室或前后室的双室墓（或附耳室），券顶；东汉中晚期则常见前中后三室并附侧室的大

型多室墓，多为叠涩顶或穹隆顶
［11］

。甘泉一号墓、二号墓均有短的甬道，墓室为单室，有前、中、后三个相连的券顶。一号墓

棺室位于墓室中央，呈凹字形；二号墓墓室中段砌有三堵短墙，在两个棺室外形成回廊（图三）。这些都具有典型的东汉早期的

特征
［12］

。或认为二号墓内部结构为黄肠题凑式，且仅仅只存黄肠题凑之意
［13］

。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扬州地区汉墓从木椁墓到砖室

墓的转变过程中，砖室墓吸收或者说是残留了一些木椁墓的元素，是东汉早期砖室墓尚未发展成熟的表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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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看随葬品。甘泉二号墓的釉陶壶等器物，具有较为鲜明的特征，在扬州及附近地区其他墓葬中也有类似者出土。二号墓

出土釉陶壶 13 件，简报将之分为三式。Ⅰ式，侈口，束颈，口外有一周宽边，长鼓腹，平底。肩部有蕉叶纹双耳，腹部密布弦

纹，颈部加饰复道波浪纹。Ⅱ式，与Ⅰ式相似，而底部有矮圈足，腹部无弦纹。Ⅲ式，口部喇叭形，无宽边，有矮圈足，腹部

密布弦纹（图四︰1－3）。扬州邗江宝女墩 M104 新莽墓出土了 7件釉陶盘口壶、8件釉陶壶，无论从器型、最大径位置、耳部装

饰等来看，都与甘泉二号墓相同或相似
［14］

（图四︰4、5）。扬州仪征螃蟹地七号墓时代为新莽时期，出土的 I式釉陶壶，侈口，

溜肩，鼓腹，圈足，肩部置蕉叶纹双耳，也与甘泉二号墓Ⅲ式釉陶壶相近
［15］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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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泉二号墓出土有三件铜博山炉，除一件缺盖外，另两件均通体鎏金（图五︰1、2）。螃蟹地七号墓出土一件铜博山炉（图

五︰3），盖呈三角形，上部镂刻卷云纹，似山峦叠嶂，身为子母口，弧腹，平底，豆形足，下有承盘，口沿下和柄部有凸棱
［16］

。

甘泉二号墓铜博山炉与之相比，造型大体相同，而体量更大，没有口沿、腹部等处的菱形、锯齿等纹饰，可能是同时或稍晚时

代的产品。 

 

甘泉二号墓还出土了 4件青瓷罐，或认为其时代不可能早到东汉早期
［17］

。确实，按照《中国陶瓷史》的总结：“我国瓷器的

发明不会迟于汉末，把它定为东汉晚期，应该是比较确切的。”
［18］

但是，关于瓷器起源问题备受学界关注，却一直未能取得完全

的共识。以往一般认为浙江上虞地区出土的东汉晚期青瓷是最早的成熟青瓷，近年来这一看法也受到质疑
［19］

。吴小平等在对长

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进行研究时，把釉陶作为瓷器看待，将 Ba 型Ⅰ式瓷四系罐的时代定为西汉晚期，Ⅱ式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

汉初期，Ⅲ式时代为东汉晚期
［20］

。广西贵港深钉岭汉墓 M7、M8 出土了青瓷罐、青瓷双耳罐、青瓷圈足碗，发掘简报将其年代定

为东汉早中期
［21］

。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一些东汉釉陶的釉与瓷釉几乎完全相同
［22］

，则甘泉二号墓出土的这 4 件青瓷罐究竟是成熟

瓷器还是接近成熟瓷器的釉陶器，似乎仍有探讨的余地，即使是瓷器，也不能轻易否定东汉早期的可能性。 

总之，综合文献记载和墓葬形制、随葬品特征来判断，笔者认为发掘简报的判断不误，双山汉墓的时代应该是东汉早期，

而不会晚至东汉晚期。 

三、双山汉墓的墓主身份 

在确定双山汉墓为广陵王侯之墓、时代为东汉早期后，两墓的墓主就只能是广陵王刘荆和其子广陵侯刘元寿了。 

甘泉二号墓中随葬有“广陵王玺”金印，发掘简报将墓主确定为广陵王刘荆，这是比较合理的。史载刘荆“性刻急隐害”，

但汉明帝对刘荆的不臣行为一忍再忍，先“秘其事，遣荆出止河南宫”，刘荆不思悔改，方才“徙封荆广陵王，遣之国”
［23］

。从

后来刘元寿兄弟的待遇来看，刘荆之死是格于国法，而明帝对其恩情仍在。因此，刘荆身死国除，“广陵王玺”金印随之而葬，

是很可能的，与其合葬的当为其王后。 

另外，双山汉墓在形制上有一些细微区别，如一号墓有墓道，作斜坡状，底宽 2.5、上宽 3、长约 45 米
［24］

；而二号墓则没

有墓道。甘泉顺利东汉墓时代约在东汉早中期，墓室前部的地层因取土扰乱，墓道情况不明
［25］

；东汉中期的甘泉老虎墩汉墓，

在略偏于墓门西侧有斜坡喇叭状的墓道
［26］

。仅从有限的材料推测，可能二号墓比一号墓略早，更多地保留了西汉新莽木椁墓的

特征。时代越往后，砖室墓的结构越复杂，加长甬道，增设耳室，砖砌方式由单一到多样，而增加墓道可能也是表现之一。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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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文献记载和“山阳邸”铭文铜雁足灯等器物，则一号墓墓主就只能是广陵侯刘元寿了。 

四、结语 

扬州在东汉时曾为广陵国都城，多年来，发现有一批较高等级的墓葬，双山汉墓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对其墓主身份的探讨，

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扬州地区东汉墓和相关随葬品的认识。双山汉墓距离相近，形制相似，出土遗物有很大的共性，时代特征也

较为明显。根据墓葬、随葬品、史料等综合判断，我们认为双山汉墓是东汉早期广陵王侯的陵墓，二号墓墓主为广陵王刘荆与

王后，一号墓墓主为刘荆之子广陵侯刘元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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